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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抗战视野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贡献

王继平 董 晶

【提要】 文化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抗战中，广大马克思

主义史学工作者投身其中，提出并阐释了文化抗战的概念; 通过史学研究、历史教学、史学创作等各

种方式，积极践行文化抗战; 通过对中国通史的撰述和边疆史地、民族史的研究，以及对民族英雄人

物的褒扬，凝聚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抗日战争特别是文化抗战做出了重要

贡献。
【关键词】 文化抗战 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它的研究，学术

界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大多是从中国史学史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角度切入的。① 抗战时期

的中国史学发展，是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领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斗争形式;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提出和阐释了文化抗战的思想，积极践行文化抗战，并通过对

中国通史的撰述和边疆史地、民族史的研究，以及对民族英雄人物的褒扬，凝聚和弘扬中华民族

精神。

一、文化抗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聚集

文化领域的抗战，即文化抗战，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新闻出版、文
学艺术、教育、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爱国人士进行的抗战活动，其主要方式，一是文化

领域的爱国人士参军参战，直接投身抗日工作; 二是以文化为武器，支援抗战，如组织战地服务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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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史学的研究论著有: 田亮的《抗战时期史学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学分为马克思

主义史学、“禹贡”学派史学、新考据学派史学、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战国策派”史学五个流派，对每个学派史学进行了总体梳理

和比较，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洪认清的《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探

讨了延安学风和延安史学的特点及毛泽东与延安史学等问题。于文善的《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13 年版) 考察了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机制与理论方法，总结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

的成就和失误。符静的《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论述了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研究状况，将

沦陷时期的上海史学分为宣扬“合作”“和平”的亲日史学、坚持抗日的爱国史学和在夹缝中生存的史学，从沦陷区的角度描述了

抗战时期史学研究的状态。此外，还有一批有代表性的论文，如陈国生与郑家福的《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史学研究》( 《史学史研

究》1998 年第 3 期) 、陈前的《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发展》( 《中共党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田亮的《抗战史

学与民族精神———作为抗战文化的史学及其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研究》2007 年第 4 期) 、牛润珍与杜学霞的《略论抗日战争时

期中国史学的学术趋向》( 《中共党史研究》2005 年第 6 期) 、谢辉元的《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 《史学月

刊》2015 年第 8 期) 、李政君的《唯物史观与抗战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 《北京党史》2017 年第 4 期) 、康华的《论延安时期马克

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 《理论学刊》2018 年第 1 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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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艺团体，以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鼓动; 三是文化工作者著书立说，构建抗

战的理论和唤起抗战的舆论，服务于抗战大局。文化抗战的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

族文化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文化界组织了各种文化抗战团体，如北平文化界救国会、陕
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

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等。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史家沈志远、郭沫若等就文化抗战的概念、意义和范畴进行了

阐释。1937 年 9 月 17 日，沈志远发表《文化的抗战与抗战的文化》一文指出，文化抗战的“文化”是

指“意识的上层建筑而言: 政治觉悟、思想、学术、文艺、戏剧、教育、新闻、出版等等方面”，“文化抗战

是全民抗战中的一面，而且是极重要的一面”，文化界人士应该“觉悟到自己在争民族生存的神圣抗

战中的重大任务”，投身于文化抗战之中。因此，“所谓文化抗战，就是这种种方面动员起来以加强和

推进全民抗战的阵势，它须跟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抗战紧密地配合起来，以促成真正的最

后胜利”，“我们文化人，在这个全面抗战的时期中，应该动员全部力量，拿抗战的文化以实行文化

的抗战”。①

沈志远还阐释了文化抗战的内涵和范畴，即文化抗战的四个重要环节或主要方面的工作: 一是

“唤起民众，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目的是“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首

先是启发大众的政治意识，使他们不但立即认识国家和民族的意念，而且须理解此次抵抗日本侵略

的意义和自己的责任”; 二是“思想的抗战”，即要批判“唯武器论”“等待主义”“失败主义”“唯军事

论”，以及“左倾的高调主义和阿 Q 主义”等错误思想，“创造思想统一的阵容，实行抗战时期大众的

思想武装”; 三是“教育的抗战和抗战的教育”，即: 在学校教育中加强“抗敌救亡教育”“普遍实施抗

敌救亡的政治训练”、修订教科书、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实行抗战的社会教育; 四是“新闻的抗战也

是文化抗战之重要的一环”，“报纸应当号召推动组织和指导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②

1941 年 8 月，郭沫若发表了《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一文，对四年来的文化抗战与抗战

文化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释了文化抗战的范畴，其主要内容与沈志远的表达是一致的。即: 1. 在思

想上，严厉打击“投降”理论如“唯武器论”“三月亡国论”等，提高本民族的自尊心与坚定对抗战胜利

的自信心。2. 文化界各部门都直接动员起来，大部分文化工作者离开了大都市，一批又一批的文艺

工作者、新闻记者，涌上了前线; 工作队、宣传队、漫画队、孩子剧团、慰劳队、服务团，一队复一队地走

向军队，走向农村。兵营、战壕、广场和田野都成了课堂，抗战话剧、抗战电影和救亡歌曲成了武装同

志与人民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补习教育与识字运动也成为一种潮流。3. 各种杂志、小册子、通俗读

物等大量出版，阐发了抗战建国必胜必成的信念，讲述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障碍。书报供应社、
文化服务社等更努力于报章杂志的流通与输送，大大提高了一般民众对抗日战争意义与任务的了解

与认识。4. 重要文化资产的迁移珍藏，如文物、教育机构的迁移。③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化领域的抗战。1931 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和领导进步文化

界进行抗战。由于当时党的工作重心是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活动主要在国统

区，以学生爱国运动和文化界人士组建抗日团体为主。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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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沈志远:《文化的抗战与抗战的文化》，叶波澄编《抗战言论集》第 1 辑，现代出版社 1937 年 11 月再版，第 280、281、287 页。
沈志远:《文化的抗战与抗战的文化》，叶波澄编《抗战言论集》第 1 辑，第 282、284—286 页。
郭沫若:《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曾健戎编《郭沫若在重庆》，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9—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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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统一战线的形成，文化抗战进入高潮。
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也迅速团结在抗战旗帜下，以各种方式

投身于抗战之中。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全民族抗战爆发后，

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中，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队伍。其力量

主要聚集在延安和重庆这两个国共两党的政治文化中心，为文化抗战的开展奠定了基础。1937 年 3
月，张闻天组织建立了“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以求对中国革命史进行研究。1939 年 2 月，延安

马列学院成立了历史研究室。1941 年 10 月，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毛泽东、王稼祥等五人组成的历史

委员会。中共中央对历史研究的重视，吸引了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地进步史学家奔向延安，范文澜、
吕振羽、何干之、吴玉章、荣孟源等一批文化人士纷纷落脚延安，形成了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在重庆，“一些革命的史学家们来到大西南，他们以国民政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文工会) 作为合法

的活动阵地，并以重庆为中心，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支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史家队

伍”。① 这支队伍包括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华岗、胡绳等一大批史学家。他们创办了《读

书月报》《群众》等刊物，成立了“新史学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团结爱国、进步史学家，在“新

史学”的旗帜之下，投身于文化抗战之中。②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文化抗战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积极投身于抵抗日寇文化侵略的抗战之中，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

成果运用到伟大的抗战斗争实践中，成为文化抗战的指导和主力，为文化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唤起民众”、促进民族意识觉醒、批判错误的历史观点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厘清抗战时期各种错误思想，沈志远先后发表了《彻底抗战与领导民族》
( 《文化战线》1937 年第 2 期) 、《思想上的正路与邪路》( 《中华公论》1937 年 8 月号) 、《抗战中的思

想问题》( 《文化战线》1937 年第 6 期) 等文章，艾思奇也发表了《不能放松思想的岗位》( 《文化战线》
1937 年第 1 期) ，认为“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牢固树立抗战思想是文化抗战最重要的工作。沈志

远在《思想上的正路与邪路》一文中，批判了“冒险主义”“等待主义”“失败主义”三种“思想上的邪

路”，提出必须树立“足以促进扩大和加强抗敌阵势而造成御侮救亡之胜利前途的”“正确的思想之

路”。③ 在《抗战中的思想问题》一文中，他批判了“唯军事论”及“左倾的高调主义和阿 Q 主义”等论

调，指出必须加强思想上的抗战，因为“全面抗战中包括的方面是很多的，思想的抗战便是其中的一

面，而且是极重要的一面”。④

对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所谓史学思潮，以及呼应国民党专制独裁思想

的“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做出了回应与批判。1939 年，日本史学家秋泽修二出版了《支那

社会构成》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中国社会具有停滞性的观点，认为这种停滞性是中国社会“一以贯

之”的“特有”属性，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为欧美列强将支那半殖民地化提供了可能的根本条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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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认清:《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77 页。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123 页。
沈志远:《思想上的正路与邪路》，《中华公论》1937 年 8 月号。
沈志远:《抗战中的思想问题》，《文化战线》1937 年第 6 期，193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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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侵略，“是给支那社会带去了光明……皇军的武力，把支那社会‘亚细亚式’停滞性的政治的

支柱———军阀统治，从支那的主要区域清扫了出去。这样，由于和前进的、自立的日本的结合，就为

支那社会特有的停滞性的最后克服，并获得真正自立的道路———东亚协同体实际如此———开辟了道

路”。① 这种所谓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寻找历史根据。针对这种“侵华史学”，马

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吕振羽撰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

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文章，李达撰

写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吴泽撰写了《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华岗发表

了《评侵略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蒙达坦、罗克汀、王亚南等人也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观点，对秋泽修二的观点进行驳斥，阐明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揭露了

秋泽修二的“史学研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本质。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于“战国

策派”宣扬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所宣扬的“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
“全民族所绝对拥护的领袖”的观点，②其本质是为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反共的专制主义

辩护。③ 这些思想批判对于澄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增强抗战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抗战教育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以历史教育和普及的形式，培养民众的民族自尊心，激

发民众的民族精神，发挥为抗战服务的史学功能。抗战教育承担着“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

合战争的需要”和“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的任务，④而历史教育正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最好课程。
在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

的决定》规定: 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统领下，与

中国历史特别是党的历史的学习结合起来。八路军的教育也非常重视历史教育，要求所有的战士和

干部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中国近代革命史和近代世界革命史，充分了解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和动

力，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⑤ 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中，普遍开设历史课程，对学生讲述

民族英雄与革命烈士的史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⑥《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规定，高中、初中每

学年均开设历史课。⑦

以通俗形式讴歌民族英雄、弘扬民族正气、凝聚民族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文化抗战实践

中的重要贡献。民族英雄是民族利益的代表，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

者对民族英雄的研究，凝聚了民族精神。他们采取通俗的笔法，以广大民众为对象，发挥史学作品最

直接的教育作用。范文澜的《大丈夫》喻民族英雄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描写了张

骞、卫青、霍去病、李广、文天祥、岳飞、戚继光、史可法等 25 位民族英雄的爱国事迹，歌颂了他们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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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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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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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泽修二:《支那社会构成》，东京白杨社 1939 年版，第 4—5 页，转引自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

争》，昆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5 页。
雷宗海:《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
胡绳:《是圣人还是骗子》( 1944 年 6 月) ，胡绳《理性与自由———文化思想批评论文集》，华夏书店 1946 年版，第 57—58 页; 汉

夫:《“战国”派对战争的看法帮助了谁? ———斥林同济“民族主义与廿世纪”一文》，《群众》第 7 卷第 14 期，1942 年 7 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 》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18—
619 页。
萧向荣:《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国文化》第 1 卷第 4 期，1940 年 6 月。
《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1 卷，陕西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2 页。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 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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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气节和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大丈夫》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激励了无数热血

青年和民众，唤起了民族正气。此外，华岗的《汉代的伟大思想家———王充》、吴晗的《明太祖》、邓广

铭的《岳飞》等著作，也以爱国的情操、感人的笔触，讴歌了王充、朱元璋、岳飞等英雄人物，激励人们

的抗日斗志。历史剧虽然不等同于历史，但其受众更为广泛，影响也十分深远。郭沫若和阳翰笙即

以历史为题材，创作了影响巨大的一批历史剧。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孔

雀胆》《南冠草》，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槿花之歌》等，一经上演，获得巨

大成功，激励无数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之中。
在文化抗战中，通过对中国通史、边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阐

释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弘扬民族精神，为文化抗战贡献了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

通史著作，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主张中国通史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平等、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

民族团结史、进步史。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我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

著作，颇多不同。最重要的是: 第一，把中国史看成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

展的过程来把握……第三，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

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渗入。”①在“中国民族的构成”一节中，吕振羽更明确地提出了各民族平等、共同

创造中国历史的观点:“今日中国境内的各姊妹民族，不管她是如何落后的或少数的民族，原则上，却

都是中国民族平等构成的部分。”②翦伯赞则批判了以大汉族主义为主导的历史观，提出应以中华民

族的视域来研究和撰述中国通史:“研究中国史，首先应该抛弃那种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之狭义的种

族主义的立场”，“把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的诸种族，都当作中国史构成的历史单位。”③吕振

羽的《简明中国通史》指出，汉民族的形成，也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各民族共同融合而形成的，

“汉族便是原来华族的发展，是中国各兄弟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过去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主要

也是由华族—汉族所创造的。自然这并不能否认国内其他各兄弟民族的作用。”④抗战时期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通史的作者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平等、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史实的描述，摆脱了

长期以来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和历史观，发挥了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对边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也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怀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弘扬民族

精神的体现。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边疆危机，中国史学界对于边疆史地给予了极大

的关注。抗战军兴，边疆史地研究形成热潮。据统计，仅关于边疆史地的期刊就达 180 种之多，占抗

战时期全部 6000 余种期刊的 3%。⑤ 比较著名的刊物有:《边政公论》《边政导报》《边事研究》《西南

边疆》《新西康》《边疆研究通讯》《新西北》《中国边疆》等。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内容相当广泛，地

域涉及西南、西北、东北及东南( 台湾) ，领域涉及边疆历史、地理、文化、民族、经济建设和开发。在民

族史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专门设立了民

族组，研究民族问题。李维汉撰写的《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

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专著。吕振羽撰写的《中国民族简史》是中国史学界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

社会形态的理论撰写的第一部民族史专著，重点考察和论述了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发展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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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上)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 年版，“序”，第 3 页。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上册) ，东北书店 1949 年版，第 14 页。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上) ，第 12 页。
据丁守和等主编《抗战时期期刊介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统计。



文化抗战视野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贡献

及各自的历史贡献，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边疆问题的深切关注，对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边疆危

机意识有重要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文化抗战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文化抗战中，以其重要的贡献确立了它在指导文化抗战中的地位，即为文化

抗战的指导思想提供了历史依据，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合理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

在文化抗战中繁荣发展。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文化抗战指导思想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

抗战的指导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而该理论是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提出来的。
毛泽东从中国历史出发，论证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其经济政治形势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使中国革命的性质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即中国革命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

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且中国革命已经与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

命。① 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基础上的文化，则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抗日的文

化。抗战的文化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是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新民主

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基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社会史特别是中国社会

性质论战的成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以及抗战初期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研究，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理论提供

了历史依据。
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及其规律，推动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合理性。在理论上，体现在对

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理论建构和叙述范式构建，这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建构的中国通史体系。吕

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通史著作，以马克思主

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为指引，从历史事实出发，建立了中国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体系; 建构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经济政

治的反映的历史叙述范式。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贡献是编写教材、讲授课程，参与中国

共产党的干部历史教育，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认识中国的历史、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养料。
文化抗战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随着历史唯物主义

的传播而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独立学科得以进一步成

熟。其标志一是应用唯物史观构建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式，即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这

一构建过程是在文化抗战中完成的。正如金灿然所说，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关键在于历史唯物论的

中国化，即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历史资料，使中国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② 因

此，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步取代了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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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7 页。
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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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批结合中国历史实际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著述，如吴玉章的《研究

中国历史的方法》、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吕振羽的《怎样研究历史》
等。二是构筑了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科学认识体系，即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体系，论

证了中国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探索其发展规律，构

建了以社会性质即社会形态演变为标准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认识体系，由此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中国

通史著作。在专门史和思想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绩，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尹达的

《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何干之的《近代

中国启蒙运动史》、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著作，都是将社会

史、思想史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语境之中。这些研究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

抗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的状况。
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工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史家的责任感，积极投身抗战

之中，成为文化抗战伟大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抗战实践和研究撰述，不仅为唤醒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不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紧扣时代主题、勇担历

史使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上奋力开拓、上下求索。

( 作者王继平，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董晶，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 411105)

( 责任编辑: 尹媛萍)

( 责任校对: 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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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历史》

夏春涛著，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0 年出版。该书收入著者近年来学术随笔三组 27 篇。第

一组为回忆文章，追怀大学启蒙老师董蔡时，恩师祁龙威、王庆成及学界前辈罗尔纲、李文海

等; 第二组为太平天国研究相关文章，收入《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等著后记、
对若干重要书稿及影视创作的意见与建议、太平天国遗址遗迹游记、关于太平天国研究变化的

讲辞及三则考释太平天国重要现象的学术札记; 第三组为历史理论学科及历史理论研究队伍

建设相关文章，对唯物史观、晚清史、社会史、国家治理史等研究领域提出一家之言，辨析并批

驳历史虚无主义，阐述改刊后《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的办刊导向，介绍历史理论研究所的创办源

起、宗旨及经过，展望以研究所为基础的历史理论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的未来等。该书内容丰

富、文史兼具、文字清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著者的学术传承、学术观点和学术主张，是一部思

想性学术性并重的学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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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ＲY OF AＲTICLES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o the Cultural War against Japan / / Wang
Jiping，Dong Jing

The cultural war against Japa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majority of Marxist historian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is war，and through their efforts，they proposed and defined the concept of the cultural war of resistance.
Through various ways，such as historical research，history teaching and creative writing，Marxist historians
not only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war，but also consolidated and promoted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writing of general history，the study of frontier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y，
as well as the commendation of national heroic figures.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s，thus，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pecially in the cultural front.

The Writing and Function of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Xia Documented in“Hou Fu”
of the Tsinghua Slips / / Zhang Lijun

In the current scholarly study of Xia history，the mainstream view believes that Erlitou culture is
indeed the Xia culture，and Xia is a historic dynasty. Western scholars regard the Xia Dynasty as a myth
and legend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Xia history were only produced after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However，the chapter“Houfu”i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tells us otherwise. Dat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it has been confirmed as text
similar to those in Shangshu. The source books for “Shu” documents are generally the records of
historiographers. Because of their significance in historical education，they become the classics of“Shu”.
They are transmitted to later generations through official education，and then to the state of Chu through the
three kingdoms that were originally parts of the Jin. This article records the narration of the Xia history by
the king and Xia＇s aristocrat Hou Fu. It includes important stories including Yu＇s successful governance of
the water，the establishment of Xia state，and Gaotao ＇s succession as the minister. It contains valuabl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ology of the Xia Dynasty，such as morality，people，the
mandate of heaven，and social hierarchy. The history of Xia Dynasty recorded in“Hou Fu”not only
provides new evidence confirming the existence of Xia Dynasty，which further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Xia history，but also provides new material for understanding that historical text＇s function.

Let Images“Speak”: The Feasibility，Approach，and Challenges in Using Images in History / /
Wang Jiahua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visual reading”and the“pictorial turn”in historical studies，image
history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As images are direct
bearer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they should be included in historical research. As a research approach

851


